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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企业加速实施数字化转型以期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自身的创新突破，而企业运用数字化转型能力，强化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陕西装备制造业企业为调查对象，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206份有效调查问卷为数据样本，采用Bootstrap方法实证检验企业网络结构对于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验证数字化转型能力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企业网络结构对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影响：结构洞和网络中心度均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网络规模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部分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在网络规模、结构洞及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存在显著中介作用；而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中介作用不显著，反映出装备制造业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由“信息化红利”逐步向分布式的智能生产资源高度整合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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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Network Structure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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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tract:Toda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ompanies are accelerating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eir own innovation breakthroughs, and the us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ies to strengthen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nnovative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is goal. This paper selects 206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s samples,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uses Bootstrap metho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mechanism of corporate network structure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nd verify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ies. Research shows that corporate network structur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oth structural holes and network centralit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le network scal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them, the abilit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scale, structural holes and network centrality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le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is not significant, reflec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e “informatization dividend”is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to a highly integrated and distributed intelligent production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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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是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经济体制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创新在引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创新驱动已成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在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征程上，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作用。坚持以创新为根本驱动，决定着企业的命运，更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命运。随着我国创新体系逐步完善，企业创新对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决定了企业的研发活动需借助网络化和合作化的组织形态，并形成创新网络的维护能力是所有企业追求的发展目标。研发创新的网络化能力已成为高科技企业创新优势的一个重要考量。
关于网络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已有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部分学者[1][2][3]从不同视角出发，实证研究得出：网络结构中的网络规模、结构洞、中心度等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也有部分学者[4][5][6]实证分析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网络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并非是正向影响，也存在着负向和倒U型作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中，学者们多数关注于某些行业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思路、发展模式[7]以及站在数字化转型这个大背景之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或者产业的影响[8]。但在企业网络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中，多数研究尚未结合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时代背景，探究企业网络、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且数字化转型能力在企业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机理还没有明确。因此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能力视角，探究企业网络结构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分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力在实现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为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企业高质量创新，进一步探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网络结构与企业创新绩效
已有研究证明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有着显著影响[9]，通过对网络整体的进一步细分，学者们发现网络规模的良性扩大对网络内部的创新绩效有着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10]，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网络中“流动”的异质性技术与非冗余知识资源也随之增加，企业将所获取的大量资源进行有效的转化以此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展开[1]。网络中，两个实体未能产生直接联系，而通过第三方建立联系，则认为两个实体之间存在结构洞。网络中，处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将更易获取优质的信息资源与技术[11]，企业利用在网络中的优势地位，与网络内部其他实体进行的交流互动更加频繁，资源在网络中的转化效率得到提升，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12]。此外，处在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将占据网络中的主导位置，对于异质性资源的获取广度与深度相较其他企业较为优先，另一方面，中心度较高的企业在网络中控制着网络中信息资源的流动，提高了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有利于企业及时进行更为有利的资源转化，以此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13]。
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网络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1a：网络规模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1b：结构洞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1c：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1.2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是基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指传统制造型企业为适应当前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以数字化的理念、技术及方法提升其市场竞争力的一种企业动态能力。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时，企业通过不断提高自身动态能力以应对环境的动态性对于企业的冲击，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企业运用数字化的理念及管理方法发展自身能力以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多数学者从不同角度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赵越[14]等认为，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有效协同作用是制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和升级过程中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并指出技术学习可以驱动制造企业规模的演化与升级。陈升等[15]基于资源观理论视角探索企业信息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使用信息化技术协同集成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正向影响。LI等[16]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显著影响，且受到供应链平台的中介作用。杜玉申、刘梓毓[13]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应用的多元化对于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技术的应用帮助企业获取识别有价值的信息资源，降低企业创新风险，进一步优化和提高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强创新绩效。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对企业信息资源整合分析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效的资源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展开有着重要的影响[17]。唐源[18]等通过研究表明信息的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因此，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分为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与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两种，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指企业借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提升自身技术优势的能力，而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是企业对于所获取的数据信息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分析集成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2a：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2b：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1.3 网络结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
企业凭借其所在的创新网络来获取知识资源，进而进行企业之间的沟通并借此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是企业进行技术应用与信息整合的根本目的。随着企业所处社会网络规模的适度扩大，企业同网络内外部其他实体所建立的联系也就越多，从而企业所获得的市场信息以及技术转移应用的渠道和机会也就越丰富，企业可以更好地实现数字化建设，对数字化技术与信息的应用水平也会有更高的要求[19]。另外，在网络中，缺少直接联系的两个企业必须通过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进行信息、资源、技术等的交流，因此网络中占据结构洞越多的企业在信息、资源、权力等方面较其他的企业更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企业所处结构洞位势与企业动态能力共同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与提高[20]。在网络中，处于中心度较低，位于网络边缘的企业在信息的获取、技术的吸收利用等方面不具有优势，对信息技术的整合应用的获取与利用成本较高，不能对信息进行更好的交互，因此网络中心度较高的企业，能够较快获取更多的异质性资源和技术，并进行整合及共享，这有利于企业创新行为的发生。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网络结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3a：网络规模对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3b：结构洞对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3c：网络中心度对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3d：网络规模对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3e：结构洞对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3f：网络中心度对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1.4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的中介作用
企业需要不断开发、应用既有的高新技术能力，才能在快速发展、快速变化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中取得创造性的突破，最终实现具有变革性的创新成果。已有研究表明，较大网络规模和优势网络位置创造了企业获取数字化知识与技术的有利条件，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的提升，降低了企业在进行创新过程的成本[21]。企业在网络中获取的各类资源，利用数字化信息整合技术，使得其配置达到最优，进一步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在网络中，企业不断的同其他企业建立各式的联系，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则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联系成本，加深企业间的合作，最终提高创新活动的效率[22]。在产业集群的环境下，信息整合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将所获取的资源转化为技术上的创新。
基于上述，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在企业网络结构与创新绩效之间有一定的桥梁作用，网络结构可以通过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提出如下假设：
H4：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在企业网络结构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
H4a：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在网络规模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
H4b：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在结构洞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
H4c：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在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
H4d：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在网络规模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
H4e：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在结构洞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
H4f：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在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
基于上述假设，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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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采集与变量测度
本文设计调研问卷，以陕西省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267家企业为样本，开展调研并采集数据。研究通过线上填写问卷和线下访谈的方式进行，样本数据来源于2020年10月对上述企业进行调研，总共发放问卷323份，回收有效问卷206份，有效回收率为64%，达到进行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要求。收集的样本企业基本情况如下：（1）从行业角度来看，样本企业主要涉及到航空航天、有色金属冶炼、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2）由企业性质以及规模来看，国企央企的比例接近62%，其余为民营或是合资。超70%的企业员工数过500。以上样本符合研究主题需要，具有较强代表性。
问卷各题项采用内部一致性的Likert5级量表法，以数字1—5依次代表对量表测项中陈述内容的“完全不符合”、“较不符合”、“不确定”、“较符合”和“完全符合”。本文在相关变量指标的选取过程中，引用国内外学者已测度并证实有效的研究量表，同时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更改。
（1）网络结构测量：参考刘立、党兴华[23]的量表，从网络规模、结构洞、网络中心度三个维度进行测量；
（2）数字化转型能力测量：主要参考张彩凤等人[24]的研究，以及与数字化技术使用者和企业信息化部门员工访谈形成的陈述语句，从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与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两个维度进行测量；
（3）企业创新绩效：主要借鉴 Ahuja等[25]和解学梅等[26]的量表等的量表，从企业创新产出、企业专利或著作权数和企业创新机构数三个方面来测量。
（4）控制变量选取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企业所有权性质三个变量。
2.2 量表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SPSS 20.0对企业网络结构、数字化转型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各变量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观测变量的数据特征，分析数据的集中趋势、差异程度和数据分布的情况。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潜变量
	变量度量
	均值
	标准差
	偏斜度
	峰度

	网络规模GM
	GM1
	3.87
	0.786
	-0.928
	1.525

	
	GM2
	3.88
	0.710
	-0.574
	1.121

	
	GM3
	3.71
	0.786
	-0.166
	-0.50

	结构洞JG
	JG1
	3.79
	0.773
	-0.250
	-0.264

	
	JG2
	3.86
	0.827
	-0.473
	-0.178

	
	JG3
	3.39
	0.870
	-0.040
	-0.282

	网络中心度ZX
	ZX1
	3.47
	0.782
	-0.041
	-0.078

	
	ZX2
	3.63
	0.778
	-0.302
	-0.232

	
	ZX3
	3.30
	0.817
	0.000
	-0.102

	
	ZX4
	3.24
	0.838
	-0.031
	-0.107

	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JS
	JS1
	3.36
	0.854
	-0.100
	-0.293

	
	JS2
	3.67
	0.794
	-0.471
	0.198

	
	JS3
	3.18
	0.913
	-0.025
	-0.346

	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XX
	XX1
	3.60
	0.941
	-0.426
	-0.121

	
	XX2
	3.69
	0.833
	-0.592
	0.630

	
	XX3
	3.72
	0.831
	-0.461
	0.288

	创新绩效CX
	CX1
	3.70
	0.757
	-0.460
	0.418

	
	CX2
	3.63
	0.861
	-0.552
	0.526

	
	CX3
	2.90
	0.953
	0.264
	-0.389

	
	CX4
	3.77
	0.760
	-0.670
	1.137


从表1的数据可以得出，企业网络结构、数字化转型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各个变量指标样本数据较为平稳，从偏斜度和峰度的数值来看，绝对值绝大多数都在1以内，可以判断样本数据选取适合进行下一步研究。
2.3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保证变量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考察量表的信度，总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908，Bartlett球体检验的近似卡方值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1，说明题项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2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潜变量
	变量度量
	因子载荷系数
	AVE
	CR
	Cronbach’s α

	网络规模GM
	GM1
	0.869
	0.710
	0.879
	0.831

	
	GM2
	0.754
	
	
	

	
	GM3
	0.753
	
	
	

	结构洞JG
	JG1
	0.833
	0.585
	0.808
	0.798

	
	JG2
	0.786
	
	
	

	
	JG3
	0.667
	
	
	

	网络中心度ZX
	ZX1
	0.737
	0.567
	0.848
	0.837

	
	ZX2
	0.650
	
	
	

	
	ZX3
	0.832
	
	
	

	
	ZX4
	0.782
	
	
	

	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JS
	JS1
	0.755
	0.432
	0.640
	0.533

	
	JS2
	0.840
	
	
	

	
	JS3
	0.139
	
	
	

	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XX
	XX1
	0.807
	0.621
	0.830
	0.807

	
	XX2
	0.712
	
	
	

	
	XX3
	0.772
	
	
	

	创新绩效CX
	CX1
	0.839
	0.574
	0.841
	0.820

	
	CX2
	0.827
	
	
	

	
	CX3
	0.582
	
	
	

	
	CX4
	0.754
	
	
	


表2显示，企业网络结构、数字化转型能力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各测量项因子载荷系数绝大多数大于0.7，说明各个潜变量所对应的问题测项的代表性较强，另外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R值绝大多数大于0.7，AVE值绝大多数大于0.5，因此量表信度和收敛效度较理想。
表3 量表整体拟合系数表
	拟合指标
	/df
	RMSEA
	GFI
	CFI
	IFI
	TLI

	参考值
	1-3
	
	>0.90
	>0.90
	>0.90
	>0.90

	指标值
	1.249
	0.035
	0.918
	0.979
	0.980
	0.975


表3得出，量表整体的各拟合值均符合参考值，说明结果适配度较理想。综合来看模型整体的适配度良好。
2.4 假设检验及分析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相关假设，运用 AMOS23.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考虑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是否具有中介效应，研究中构建两个实证模型进行拟合，模型1为网络结构对创新绩效影响的主效应模型，模型2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
	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1拟合值
	模型2拟合值
	参考值范围

	/df
	1.382
	1.556
	1-3

	GFI（拟合优度指数）
	0.935
	0.900
	

	NFI（标准拟合指数）
	0.930
	0.882
	

	CFI（比较拟合指数）
	0.979
	0.954
	

	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
	0.043
	0.052
	


表4中，主效应模型与加入中介变量之后的模型所构成的结构方程模型除标准拟合指数外其他指数均处于参考范围之中，综合判断，所构建两个结构方程的拟合指数较好。
表5 模型1路径系数及假设检验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p
	对应假设
	检验结果

	网络规模 → 创新绩效
	0.159
	0.042
	H1a
	支持

	结构洞 → 创新绩效
	0.427
	***
	H1b
	支持

	网络中心度 → 创新绩效
	0.342
	***
	H1c
	支持


注：***指小于0.01
通过表5可以得出：（1）网络规模对创新绩效在显著性为0.05水平上显著的（p值=0.042<0.05），假设H1a得到验证；（2）结构洞对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c得到验证；（3）网络中心度对创新绩效为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b得到验证。
表6 模型2路径系数及假设检验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p
	对应假设
	检验结果

	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 →创新绩效
	0.073
	0.434
	H2a
	不支持

	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 →创新绩效
	0.441
	***
	H2b
	支持

	网络规模 → 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
	-0.063
	0.484
	H3a
	不支持

	结构洞 → 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
	0.530
	***
	H3b
	支持

	网络中心度 → 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
	0.329
	***
	H3c
	支持

	网络规模 → 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
	0.055
	0.526
	H3d
	不支持

	结构洞 → 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
	0.536
	***
	H3e
	支持

	网络中心度 → 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
	0.234
	***
	H3f
	支持


注：***指小于0.01
由表6可知，（1）关于数字化转型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检验可知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2b得到验证，但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p=0.434），假设H2a未得到验证。（2）网络规模对数字转型技术应用能力与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不存在显著影响（p值分别为0.484、0.526），假设H3a和H3d未得到验证；（3）结构洞对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与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3b、H3e得到验证；（4）网络中心度对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p<0.01）,假设H3c、H3f得到验证。因此网络结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存在内在联系。
2.5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次选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进行3000次模拟，选用95%置信区间。由于检验结果不支持假设H2a,因此，本文只需检验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是否在企业网络结构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表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关系
	Bootstrapping

	
	Bias-corrected(95%)
	Percentile(95%)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网络规模-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创新绩效
	-0.031
	0.156
	-0.034
	0.154

	结构洞-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创新绩效
	0.132
	0.378
	0.120
	0.358

	网络中心度-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创新绩效
	0.032
	0.221
	0.026
	0.214


由表7可知，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在网络规模与创新绩效之间中介效应不存在显著（标准化置信区间[-0.031,0.156]，包含0），假设H4d未通过验证；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在结构洞与创新绩效之间中介效应显著（标准化置信区间[0.132,0.378]，不包含0），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在网络中心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标准化置信区间[0.032,0.221]，不包含0），假设H4e、H4f均得到验证。。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了企业网络结构-数字化转型能力-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了企业网络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1）企业网络结构中结构洞、网络中心度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网络规模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较弱。企业在网络中占据适度的结构洞并且所处网络中心度较大时，相较于其他企业会拥有比较先进的资源以及优势，可以有效地对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同时由于处于网络中信息交流的频繁导致先进技术的流动速度加快，进而企业可以更快地应用先进技术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活动的产出。而随着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会耗费时间及能力去识别、分析网络中适合自身发展的优质知识信息和先进技术，因此在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的前期，企业的创新行为反而会受到一定影响。
（2）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的提升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通过使用数字化技术对信息的筛选分析、整合的效率大大地提高，而有效的信息是企业创新活动至关重要的资源，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行为的进一步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由于传统装备制造业已完成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的建立，并且对于数字技术例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熟练应用，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企业所带来的“信息化技术红利”不断降低，已无法满足企业创新活动更进一步的进行，因此，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对于以拥有成熟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3）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在企业网络与创新绩效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中介作用。企业网络结构通过自身数字化信息整合能力，能够更高效的整合所获资源，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整体而言，对企业网络结构-数字化转型能力-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结构洞、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与前期理论分析中的结果一致，网络规模对创新绩效无明显作用；数字化转型信息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其中介作用均获得验证，而关于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能力的检验均未通过。
本文还可以得出如下管理启示：
（1） 主动融入创新网络生态。企业应积极主动与网络内外部创新主体建立联系，在网络中占据适当的结构洞，提高自身网络中心度的建设，获取更多利于创新活动的优质信息资源来提升自身竞争优势，以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更好更快的开展。通过信息技术应用场景的丰富和供应链的延伸，发挥知识网络、合作网络、创新网络等多网络协同、叠加优势，实现产业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和交叉创新。
（2） 推动数字技术应用实现“质”的突破。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使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即可实现创新快速增长。随着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以及各项依托数字技术所构建的数字化平台趋于完善，数字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技术红利逐渐下降，因此，企业需要通过设备互联、边缘计算、工业数据建模、工业知识沉淀等，开发工业互联网智能软件，进一步推动互联网IT（信息技术）系统与工控系统OT（操作技术）系统深度融合，更好的发挥平台效应，实现应用融合与技术创新。
（3） 提升数据资源整合能力。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企业获取数据资源的途径与规模急剧扩大，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对于信息资源筛选、整合与分析的成本，对企业在信息整合方面提出了挑战。构建为全网络服务的综合数据信息整合平台，叠加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自有技术，建立海量数据采集和分析应用的服务体系，可以实现工业互联网系统技术和经验知识模型化，全面建设资源富集、多方参与、合作共赢的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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